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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还是教育语言学?(
——对二语习得研究学科属性的思考

上海交通大学    俞理明    袁平华

提要：二语习得研究这门学科是从语言学发展而来的,因此,人们普遍把它归到语言学领域，或称之为应用语言学。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涉及多种学科、面向二语/外语教育的一个独立领域，因此，我们认为教育语言学比应用语言学更能准确表述本学科的学科属性。文章结合我国高等院校外语教学实际，发现由于对二语习得学科属性认识的错误，把二语习得研究笼统地挂靠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名下，这实际上是“语言学 → 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 语言教学”这一思路在作怪。文章认为，二语习得学科属性虽然在国内语言界有过讨论，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高等院校外语专业里，在二语习得的学科建设上，依然没有摆脱以语言学为中心的这一思路的羁绊，其结果是培养不出一支高素质的二语习得理论队伍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从而拖了整个外语教学的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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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外语教育，包括大学外语教育，不尽如人意是个不争的事实（芩建君 1999，《外国语》特约评论员 1999）。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外语/二语教育理论研究的滞后，要改变这一局面，就要大力开展二语习得研究学科的建设，这就不能不涉及对二语习得这门学科属性的认识。二语习得研究学科通常被等同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有时甚至把二者等同，称为狭义应用语言学
，因此，二语习得研究学科被看成是语言学理论在外语/二语教育实践的具体应用。而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由于受各种新兴学科的影响,语言学研究领域不断滋生出许多边缘学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相互交织的知识体系网,语言学成了各学科门类的连接点和新的学术增长点。这对繁荣语言学事业,促进各相关学科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在另一方面,语言教学却受到了不断翻新的语言学理论的冲击,人们甚至以为教师只要把语言学家的最新理论应用到外语实践中就能解决教学的根本问题。但外语教学的实践一再证明,语言教育是一个由各要素组成的多层面立体结构,除语言这个要素外还直接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直接相关,涉及教材、教师、学生、教学目标、组织管理等众多内容,远非语言学所能涵盖或取代,所以任何单一的语言理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终归是有限的（孙兴文 2000）。可以说，虽然作为语言教育基础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首先是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开始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二语习得更多的是涉及到教育研究领域，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是该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认为，二语习得研究这一学科从本质上看，是教育学中的一门，称之为教育语言学比应用语言学更为贴切。澄清了二语习得研究学科属性，就可以把我们的视线不过分地集中在语言学这一领域，从而打开本学科的建设的思路，改变目前外语/二语教育理论研究的滞后状况，能让我们的学科真正担当起对我国的外语教育的指导作用和领路人的作用。
2． 二语习得理论研究的性质和任务

二语习得理论是一门系统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本质和习得过程的学科。具体说来，这门学科研究语言学习者在掌握母语后是如何习得另一套新的语言体系,也指同时习得母语与第二语言；研究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及相互关系；第二语言习得理论还研究第二语言习得者的心理过程，认知过程；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之间的巨大个人差异等。 Ellis (1994) 将二语习得的研究内容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第二语言学习者学到了什么？ 

2．语言学习者是如何习得第二语言的？

3．在学习者个人习得第二语言方面有些什么差异？

4．课堂教学对二语习得有什么影响？

如果前面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着重论述学习(learning)的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的重点就是研究语言学习者个人（learner）的问题，指出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节奏，学习方法和学习成绩上的差异。第四个问题研究课堂教学对二语习得造成的影响，课堂正规教学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是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者和外语教师普遍关注的问题。二语习得的研究领域也可以用如下图表（Ellis 1994：18）来表示：  

表1：二语习得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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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阐述和如上图表1的内容可看出，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远远超出了语言学理论的范畴。语言学探讨的是语言的本质和对语言的描写，狭义的应用语言学也研究语言习得机制及过程，如下所述。但二语习得研究不仅关注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主要是母语和目标语），还注重对学习者本人情况以及他们是如何学习和使用语言的研究。

我们下面想简要追述一下二语习得这门学科如何从语言学中“脱胎” 而来，又如何发展成为与语言学性质不同的一门独立研究领域这一历史过程。

3. 从“语言学的应用”到“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学科独立地位的确立

二语习得研究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二语习得研究作为独立学科出现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它的“催生婆”是Chomsky理论（1957, 1959, 1965）在语言学界和其它相关的领域里所引发的一场革命 (Ellis 1985)。在二语习得研究早期，即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当时的“主流”理论，不管是“中介语”假设(Interlanguage)（Selinker 1972），还是Corder（1967）的“错误分析”论 (Error Analysis), 仰或是Krashen（1982, 1985）的监控理论(Monitor Model)，无不深深印有乔氏理论的印记。比如，Selinker在探讨二语学习者的僵化(fossilization)原因时，提出了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个和第一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相对应的东西起作用，叫做“心理结构” (Psychological Structure)，而僵化就是“心理结构”萎缩(atrophy)所致。大家知道，所谓“语言习得机制” 正是Chomsky提出的假设。同样，Corder的错误(error)和误差(mistake)的区别的假设显然是大量借鉴了乔氏对“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应用（Linguistic Performance）之间的区别的论述。至于Krashen的监控理论，他的“习得”不同于“学习”的论点曾引起二语习得界广泛争议，而我们知道，“习得”这个假设正是乔氏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

正是因为二语习得的形成和乔氏的语言理论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语习得这门学科也被称为狭义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效仿了“应用数学”这一术语，它最早是由波兰语言学家库尔特内(J. Baudouin de Courtenay 1845-1929)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提出来的, 但当时没有得到广泛的注意（刘涌泉 1991)。虽然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应用语言学在美国出现并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二语习得研究学科的兴起才成气候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于一九六四年在法国南锡成立；英国应用语言学学会在一九六八年成立，而后美国应用语言学学会在一九七七年成立，第二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在英国伦敦召开。之后每隔三年左右,大会在世界不同城市举行一次。这些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的问世标志着应用语言学的产生和发展，同时也标志着二语习得这门学科的地位的确立。

除了发展规模外，二语习得研究这门学科的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对本学科的研究任务和性质的认识。一九八零年Applied Linguistics杂志在英国的创刊，该刊开宗第一卷第一篇就是Canale & Swain（1980）所写的 “Theoretical Bases of Commun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这篇著名的论文。自从这篇论文发表后，“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被确定为语言教学的目标。也就是说，二语习得研究的对象是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和交际策略能力这四种能力的“交际能力”，而不是Chomsky所说的只存在于“Homogeneous Speech Community”里的“Idealized Speaker” 和“Idealized Hearer” 的那种高度抽象化的“语言能力”。 如果说，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乔氏学说的“语言能力”的话，Canale & Swain文章问世后到现在，二语习得研究界几乎一致把交际能力作为二语习得的研究对象（Brumfit 2001）。Canale & Swain在把Linguistic Competence中的“Linguistic” 改成 “Communicative”的同时，实际和Dell Hymes (1972)一样，把Chomsky所赋予“Competence”这个词的内涵完全给改变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这样说，随着交际能力理论在二语习得界的确立，二语习得研究学科在和Chomsky学说拉开距离的同时，也和整个语言学学科拉开了距离，成为和语言学具有不同的研究任务和性质一门独立学科。

在Canale & Swain阐明二语习得研究性质和任务的同时，Widdowson（1980）在Applied Linguistics这本重要杂志上对二语习得的科学属性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研究这门学科虽然离开不了对语言应用的学习，但它决不是语言学的应用。所谓“语言学的应用”，实际上是把语言学看成是应用语言学的中心，这种语言学中心论可以用如下的线路来表达：

语言学  → 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 语言教学

确实，无论在二语习得这门学科形成之前,还是在这门学科成立的早期，都有过盲目照搬语言学理论来解决二语/外语教学的实际问题的例子。比如盛行于上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就是根据结构主义语言理论创造出来的。Spolsky (1975）借用一个同行的话对这个教学法提出严厉的批评，称之为是语言学家对语言学习者犯下的最坏的罪孽（the worst sin ever inflicted upon language learners by linguists）。Widdowson（1978）指出，掌握一种语言就既要掌握它的知识（usage）也要掌握它的具体用法（use）。二语习得中，语言知识只占语言习得过程的一部分，还有大量其它因素在影响二语习得的过程。本世纪伊始，Widdowson（2000）再次提出不要把应用语言学误作语言学的应用，他用了个很贴切的比喻，称前者是科学（Science），而后者是工程（Engineering）。他对目前盛行的语料库语言学运用到语言教学提出了保留意见。他一方面充分肯定语料库语言学的重要性，认为它是过去二十五年里语言学里最为重大的一个发展，但他另一方面又指出语料库里的语料是脱离语境的语言（decontextualized), 要把语料库语言学的发现运用到二语教学中去，必须视语言学习者所处的课堂教学实际情况(classroom reality)而定，语料库的语料需要一个重新语境化(re-contextualized)的过程。Widdowson甚至警告说，在语言教学中盲目应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成果也会重蹈“语言学的误用”(Linguistics Misapplied)这个覆辙。我们这里无意介入对语料库语言学的评价的争论，但笔者以为, Widdowson关于语言教学中的语境重要性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正如王初明（2003）指出的那样：语言使用依赖于语境(Context-dependent), 语境出意义，语境出功能，离开语境是教不好外语的。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二语习得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它的研究目标日益明确，研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研究人员不再只是通过语言学理论来描述语言学习者的语言特征，更要解释语言习得的过程。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对语言学中心论提出置疑，有人公开声称：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充足的基础（Munby  1978）。二语习得研究已经不是只在语言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而是和其他非语言类学科有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并借鉴了相关学科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加强本学科的研究。Long（1990）提出：“二语习得是一门较新的多学科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都利用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外语，英语作为外语及应用语言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 

随着应用语言学/语言教育的发展，应用语言学和语言学逐渐“脱钩”，自成体系，成了一种趋势。举例来说，美国应用语言学年会自其成立起，一直和美国语言学协会共同举行的，而从一九九零年开始，就单独召开了。
4. 从应用语言学到教育语言学——二语习得研究学科属性认识的深化

把二语习得研究看成是有独立学科地位的狭义应用语言学，这是对本学科属性认识提高的表现，但我们认为应用语言学这个名词不能准确表达本学科属性，不管Widdowson如何讲“应用语言学”和“语言学的应用”有多么的不同，但应用语言学还是逃不出“应用”和“语言学”这两个词，它无法涵盖二语习得这门多学科性质的属性，而且甚至会有误导作用。因此，把二语习得研究称为“应用语言学”实际反映了本学科在其发展早期阶段对其属性的幼稚浅薄的认识。比如，在二语习得成立的早期，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把应用语言学误解为语言学的具体应用。甚至二语习得创始人之一Corder（1974: 5）似乎也有这种误解。他把应用语言学定义为:“利用语言学研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来提高以语言为中心成份的某些实际工作的效率。”（Applied linguistics is the utilization of the knowledge about the nature of language achieved by linguistic research for the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of some practical task in which language is a central component.）按照这个定义，应用语言学（含二语习得研究）取决于语言学对语言本质研究的成果，语言学理论对应用语言学乃至二语习得研究都有制约作用。

张玉华（1998）指出，“应用语言学”这一术语长期用来指称研究语言教学的科学, 该术语有以下弊端: 1. 没能揭示出所指称学科的本质; 2. 将一门不属于语言学范畴的事物划入语言学范围; 3. 这种错误的划分使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科学价值受到怀疑, 也阻碍了这一学科的正常发展。二语习得理论对语言教学起着指导作用，与语言教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同理，如果将二语习得研究置于应用语言学的框架内也势必造成难以确定二语习得该学科的本质和范围，使得该学科的研究价值受到怀疑，也会影响到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前景。国内有些学者(张玉华 1998，夏纪梅 1999)认为外语教育隶属于教育学，他们的思路可以用如下的“路线图”来表达：

教育学 → 各学科的教学 → 外语教学。

我们赞同此种观点，二语习得学科的属性应当根据以上的路线图来定位，把二语习得划归教育语言学的范畴比划归应用语言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更具有其合理，因为应用语言学与教育语言学的主要差异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在于学科的重点和出发点不同。在教育语言学中，出发点通常是教育实践，重点适当地落在语言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这些重要的差异使得教育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就是有了各种挑战才使教育语言学在未来许多年中必须全力以赴才能解决本学科出现的问题。

“教育语言学”这一术语是Bernard Spolsky于一九七二年首先提出(Hornberger 2003)，它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和制定与执行教育政策相关的信息”(Spolsky 1974: 554)。他断言“这是一门注重实际需要，利用包括语言学各分支领域在内的理论和原则来解决问题的学科”(1975：347)。在Spolsky对教育语言学的定义中，他明确规定该学科的重点应放在语言教育政策及其贯彻执行上，并强调以解决问题和以实践为主的思路。

此后不久，两个有关教育语言学方向的博士培养计划相继在美国的大学中出台，一个在新墨西哥州大学，由Spolsky执掌，另一个在宾西法尼亚大学，由Dell Hymes领衔。目前，还有两个教育语言学的培养计划亦已出笼，其中一个是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院所设立的教育语言学博士培养计划。此外，还出版了诸如Working Papers i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等学术杂志。

诚然教育语言学这一术语效仿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社会学，但它代表了一门学术性科目（语言学）和一种实际的学术性职业（教育）的结合。用这个术语意味着要认真考虑教育方面的因素，建立起一门新的学科领域。这个新兴学科的研究领域是处于语言学和教育之间。一方面，教育语言学的任务在于从众多的语言学各分支领域内选定与正规的或非正规的教育相关的知识；另一个方面，这个术语也包含与学习者的语言和语言水平直接相关的一些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的分支领域。

尽管人们基本认同语言对教育的相关作用，但人们对这两者关系的本质的了解尚未明朗或对这两者的关系表示出一种谨慎的态度。它们之间是一种应用、启示、解释关系还是干预的关系？或者是一种共存、合作、互补或相容的关系(Pica 1997)？在Spolsky早期的论断中，他提出语言学对教育的关系是一种应用和启示的关系。这种应用和启示是通过语言描述这一直接手段以及通过诸如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这一间接手段进行的(1978：2-3, c.f. Shuy 1981:460)。然而，他也关注到虽然语言学有助于语言的描述，进而给语言教学提供信息，但描述并非等于规定如何教学(1978:2-3)。他强调说，教育语言学不应是像其看起来那样将语言学的最新理论应用于任何出现的问题(1975:347)，而应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一门学科，注重实际的需求。总之，教育语言学以（语言）教育实践为出发点，用一种全面的观点，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与政策相结合来应对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

教育语言学是一门关于语言教育的科学，它以教育为载体，以语言为教授的对象。这门交叉性学科具有极强的边际性和开放性,许多领域的研究者都能对语言教育学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其边际性在于它与众多学科相结合,借鉴其它学科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本学科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教育语言学的开放性表现在它有着非同寻常的交际能力,可以随时与邻近学科发展、保持密切关系。但教育语言学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语言学、教育学及与之交叉的一些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

从以上论述可以得知教育语言学具有极强的边际性和开放性, 而作为外语教学的理论基础学科二语习得也具备有这种边际性和开放性。语言习得的多学科性决定了它要与其它学科的发展结合起来，同时研究语言的获得过程，二语习得研究与教育语言学有许多类似的方面。二语习得的研究也同样与这些学科有密切联系。如图所示：

                  表2 二语习得和邻近学科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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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面所列举的只是与二语习得相关的邻近学科中的一部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有新的学科出现，二语习得研究就能借鉴这些学科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本学科的建设。

从国外的动态来看，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第二语言教育从应用语言学中独立出来，打起自己的旗帜。“国际英语教师协会(IATEF)在一九九一年召开的二十五届年会上认为，从语言向教育的转向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外语教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引自孙兴文 2000：108－109）。根据桂诗春（2000）的统计，到一九九七年，国外主要说英语的国家已成立了二十多个TESL/TESOL的学科及研究中心是设在语言学系之外的。Catford (1998)统计，以“Applied Linguistics”命名的新办的杂志和机构在七、八十年代很多，而到了九十年代开始回落。“Language Learning＂是美国一家权威性的研究语言习得的学术杂志，它于一九四八年创刊号的刊名是:“Language Learning: A Quarterly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据Catford, 这是第一家使用“Applied Linguistics”这一术语的杂志。而到了一九九三年，Language Learning 的副标题改为:“A Journal of Research in Language Studies”。这一切表明二语习得研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总之，从二语习得研究发展现状来看，它已经成为了一门跨学科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并在解决语言教学的实际问题中不断成熟和壮大起来。该学科为外语教学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实践中的帮助，为外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保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西方的教育体制中以及在对英语教育十分重视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里，各种不同层次的以外语/第二语言教学为主干的应用语言学（含TESL/TESOL课程）发展得很快。品种繁多，而且独立存在（从一星期的证书班到长达五年之久的博士学位课程应有尽有）。以研究生课程为例，1996年在北美各大学里开设了三十九个硕士和博士课程，而到了二零零零年，这样的硕士课程有七十三个，博士课程为二十九个（参见：Intel www\aaal.org），五年番了两倍半！在课程设置方面，TESOL 的硕士生培养计划中含有双重重点，既强调入学者的理论基础，包括对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学习，又强调他们针对成年的二语习得者开展的课堂教学实践活动，而且这种实践课程的学分占相当的比例。TESOL 的教育学博士培养计划更突出入学者的科研能力，开设了大量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的课程，为培养语言教学的高级人才奠定了基础。
5．认清二语习得学科性质的现实意义

有人说关于二语习得研究的学科属性问题在我国外语教学界已经讨论过了，而且把二语习得研究或二语/外语教学称为应用语言学是历史上形成的，已经约定俗成。更何况国外二语习得界还有不少人仍然沿用“应用语言学”这个术语，比如，我们上面提到的英国出版的Applied Linguistics这本权威杂志现在还不是叫Applied Linguistics吗？再提这个问题有何现实意义？

确实，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玫瑰不叫玫瑰照样芬芳。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二语习得研究，称其为应用语言学也罢，称其为教育语言学也罢，其独立的学术地位已经确立，其研究水平达到相对较高的层次，有其学术团体和学术期刊，有着一支素质普遍的研究队伍，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设立了语言教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

但在我国，正如上面所提到那样，语言界，外语界，教育界在开展二语习得学科建设上，似乎还停留在上面所说的国外二语习得界以语言学中心论为其特征的发展早期阶段。可以这样说，这种语言学中心论对我们二语习得学科危害之大，我们感到有必要在这个领域里深入研究二语习得学科属性。笔者之一在招收博士生中发现，许多报考二语习得这一专业的考生对语言学的各流派可以讲得头头是道，而对二语习得理论却知之甚少，甚至是一团雾水。在博士生面试时，考生在回答为什么要报考二语习得这门专业时，极大多数（如果说不是所有）的回答是“学好语言学的理论搞好外语教学”。有位考生甚至不知道Krashen的监控理论(Monitor Model), 甚至把它说成是Chomsky的理论。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应一笑置之，而是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因为它事关如何培养一支高质量的二语习得研究人才队伍这一重大问题。我国高校二语习得研究方向的学生一般是按外国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来培养的
，这样严重阻碍二语习得这门学科的发展。这里拿我国某一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课程为例：该大学是全国少数几个有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博士点的高等学府，其硕士研究生课程必修科和选修课各十一门，在这十一门必修科中，除了二门政治课和一门二外之外，剩下的八门课是：英语教学法语言学概论、语义学、语言测试、语言统计、心理语言学、语篇分析和句法学，而十一门选修课中却有一门叫二语习得，它和英美文学选读、英语写作、文献阅读等其它十门课并列。这个课程大纲的思路很明确，就是把二语习得挂靠在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名下的一门课程，而没有把它按一门独立学科来对待。我们看到，在该校的研究生培养计划里，二语习得还仅仅是一门选修课。此外，该课程大纲突出的是语言学的理论学习，它规定的必修课中至少有三门（语言学概论，语义学和句法学）却是语言学专业里的核心课程(core courses)。但是，该校外语专业的不少学生的研究方向是二语习得，这样的课程设置怎么能满足这些硕士研究生的需要呢？
当然我们也发现，我国师范类院校中的英语教育专业，其课程设置中有不少教育类的课程，如南京师范大学英语教育硕士所学的课程即是如此
。我们觉得我国二语习得方向研究生的培养应更多借鉴师范类语言教育学科的课程设置，逐步形成本学科自身的独立体系，体现其属于教育学科的属性。

Spolsky (1999)在论述“教育语言学”学科性质时一针见血指出，尽管“Educational Linguistics” 这一术语里“Linguistics”仍然是这个名词短语的中心词(headword)，但教育语言学是一个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语言教育上的问题和语言学理论关系不再是钉子和锤子的关系。他认为(Spolsky 1999：1)教育语言学这一个日益扩大的领域“最好定义为语言和教育的交叉(the intersection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如果我们承认二语习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话，其核心课程不应当尽是语言学的核心课程，作为二语习得的核心课程，至少要包括二语习得理论和二语习得研究方法这两门。此外，还必须选修和学习者如何习得第二语言相关的课程，如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教育心理学和教育统计学。相反，语义学，句法学之类属语言学核心课程应当列入选修课之列。当然，我们不是说二语习得这门学科不要语言学，相反，作为教育语言学的学生，语言学知识是他们必备的，但二语习得方向的研究生应以学习二语习得的理论为主，而不是以学习语言学的理论为主。比如，二语习得的研究生首先应集中精力搞清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理论,而学习Chomsky 的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概念可以帮助清楚它和Communicative Competence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为搞懂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服务。换句话说，学习语言学的理论是为掌握二语习得理论服务的，而不是为学语言学理论而学理论。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二语习得这门学科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它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现在只是给它“正名”，将它移至教育语言学名下，更准确地描述这门学科。我们的二语习得的研究生要系统地、完整地、全面地掌握好这些理论是需要很大功夫的。笔者之一在多伦多大学安大略研究所攻读语言教育博士学位时，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就是一门课,授课者就是M. Canale本人。语言学理论和二语习得理论不是一回事，而是两回事。我们再回到Widdowson的“语言学是科学，应用语言学是工程”那个比喻上来。如果现在要求应用数学或应用物理专业的学生去学习理论数学或理论物理的课程来替代他们本学科的课程学习的话，这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而我们高校外语专业硕士生培养中，就是在干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用语言学的课程来培养应用语言学（教育语言学）的学生。

将二语习得研究挂靠于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做法的直接后果是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二语习得理论没法吃深吃透，只能是一知半解，他们只学会讲一些术语，而不能真正掌握好该学科的理论精髓。举个例子，我们搞二语习得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没有听到过或者使用过交际教学(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这个术语，但是否大家对这个教学理论是否真正的理解呢？国内把交际法误认为功能意念（Notional / Functional）教学法的人有之；认为交际法只重视口头语而不重视笔头语的也有之；认为交际法反对教语法的也有之；认为交际法只教浅层文化者也有之（参见龚亚夫 1999）。前两年看到王宗炎先生（Wang 1999：36-41）的一篇文章，介绍上海某重点高校的一个为期五年的科研项目，据王宗炎先生介绍，该项目的宗旨是为了看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是否真正优于我国传统的分析外语教学法。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命题本身是很有问题的，在二语习得领域里，把语言当作交际手段来教已经成为二语习得研究界的一个共识，至今还没有什么权威人士对这一原则提出过挑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Stern（1983）在评价交际法时就指出，外语教学中最有影响的教学法有以下六种：语法翻译法（Grammar-translation Method），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直接法（Direct Method），阅读法（Reading Method），视听法（Audiovisual Method），和认知法(Cognitive Method),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把语言学习看成是语码学习（Code Learning），而交际法则不同，它是唯一不把语言学习看作是语码学习的教学方法，它探索“一种可能性，把非分析型的（non-analytical）、参与型的（participatory）、体验型的（experiential）语言学习方法有意识地作为教学策略” (Stern 1983：473)。交际法经过多年的发展，不断修正自己和完善自己，已经变成一种超出具体教学法的总的教学途径(General Approach)。因此，交际法和其它教学法的另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它已经不是一种具体教学方法，而是一种教学思想，是原则性的交际途径 (Principled Communicative Approach)。根据交际法教学思想，“在培养学生交际能力的总目标下，确定若干交际语言教学的原则，推广各种合适的课堂教学方法”（龚亚夫 1999：115-116）。因此交际法并不是一概排斥分析性的教学方法，而且事实上，我们认为把体验性和分析性教学相结合能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Yu 2002, 2001）。据王宗炎先生那篇文章的介绍，该实验中的实验班（Experimental Group）使用了李筱菊所编写的体现交际法原则的教材，对照组（Control Group）则使用我们传统的、分析性的教材。实验发现交际法和我国传统的分析性教学法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因此在我国外语课堂里应当两个方法可以一样使用。我们虽然对该项目没有作过调查研究，但对该实验下的这样的结论是不敢苟同的。该实验项目负责人把交际法纯粹看成是一种教学方法是对交际法的一种误解；更糟糕的是，他（她）们把使用一本按交际法的教材和交际法教学画上了等号，因为实验班使用了李筱菊的教材，实验班的教学效果就代表了交际法的教学效果，这也是不妥当的。

搞清二语习得学科的属性不仅有利于本学科建设，而且对搞好和深化对外语教学的认识，特别是大学英语教学有举足轻重的关系。搞好大学英语教学的关键之一是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关于教师在第二语言/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不少国外学者已有论述(Stern 1955, 1983, Richards 1990)。特别要一提的是，在我国，英语教学是以课堂教学为主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外语教师本身的素质甚至比其它环境因素更易影响学习者的成功”（戴炜栋、束定芳 1994: 1）。虽然我们国内外语界对培养一支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师队伍的重要性似乎没有什么分歧，但我们的大学英语教师现状怎样？什么样的大学英语教师才能称之为合格？怎样培养和造就一支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师队伍？这些事关我们大学英语教育能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很少开展过认真的讨论。

戴炜栋、张雪梅（2001：3）指出：我国“外语教师总体素质较低”。吴一安（Wu 2001）认为，合格的英语教师的短缺是我们外语教学面临的一大挑战。那么什么是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师呢？我们认为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师至少要懂得什么是语言教学，也就是说要有教育语言学的背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不管你曾经有过什么学位和学历，只要从事外语/第二语言教学，你就必须经过二语习得课程的培训，以此来保证教师的素质。拿ESL/EFL（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为例，TESOL董事会在二零零三年七月发布招聘ESL/EFL教师的信息中明确规定了从事该职业的资格要求，即一个合格的ESL/EFL教师不仅要有很高的书面语和口语水平（尽管是本族语），还要有出色的教学能力，并且要对二语习得、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教学法、课程设计、教材开发、测试、跨文化交流等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要有很好的把握；同时，也要懂得这些学科对教学的含义。如有可能，ESL/EFL的教学人员应具备相应的学位和证书。但我们国内确不是这样做的。近几年来，由于外语界各级领导对教师队伍的学历的重视，越来越多的英语系硕士课程毕业生充实到大学英语教学教师队伍里，此外，现从事大学英语的年轻教师也在攻读硕士课程。但各高校似乎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你是英语系毕业的硕士，不管你是攻文学的，还是搞理论语言学的，都被认为可以搞大学英语教学。这样就产生这样的错觉：大学英语大家都好教，只要有一张英语专业毕业的文凭就行。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对二语习得独立学科地位的一种否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加强和加紧二语习得的学科建设。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既然我们的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研究生主要是补充大学英语的师资队伍，我国高校外语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课程应当把重心从语言学转到教育语言学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大学英语教师来。

6．结论

二语习得学科研究，虽然在其发展的初期被划归为应用语言学，受到语言学的影响，但这门学科在其自身发展中，逐渐与众多的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一门多学科、跨学科性的独立学科。二语习得研究人们在掌握母语后再习得第二语言的过程，因而与教育语言学关联性极强，在学科属性上应属于教育语言学。当然，在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多种学科的交叉结合，从而产生出新型的学科是常有的事，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二语习得学科性质的演变只是反映了当今学科发展的这一趋势罢了。但问题是我国的语言学界，应用语言学界和教育学界对二语习得学科属性的认识并没有与时俱进，认识落后于该学科的发展，因此，在二语习得的学科建设上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认清楚本学科的教育属性，和语言学拉开距离。在这里，我们愿意引用语言学家Yngve（1996）一段话供我们二语习得研究界同仁思考：“语言学在过去的两百年中一直在设法变成为一门科学，结果只是建起了一堵科学的外墙。这堵外墙后面的框架结构，不同的语言学家有不同的构想，但这像是电影拍摄场地一样，并没有现实的东西；所构想的结构一直只是一些神话，幻觉，假设，纯粹的想象之物。没有现实的研究对象，任何科学都无从谈起。要有经得起验证的假设，唯一途径是在现实环境形成它们。”
这说明语言学本身也处于发展和建构当中。要提高外语/二语教学质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外语教师队伍，就要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和一整套人才培养的计划，特别是先进的语言习得理论作指导。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人才的梯队，建立起二语习得研究的高地，为外语教学事业的迅猛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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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根据在2004年1月3日至6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中国二语习得研究会议中宣读的论文修改而成。


� 据桂诗春（1988）广义的应用语言学指的是把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其他科学领域的各种问题，而狭义的应用语言学有其特定的内涵，指语言教学，特别是第二语言的教学或外语教学。


� 师范类院校除外，下面要谈到。


�该学院英语教育硕士所学的课程有：Ａ．公共课及专业基础课 马克思主义理论、 现代教育理论、教育心理学、教育研究方法与教育统计初步、学术论文写作 Ｂ．专业必修课 现代教育技术、语言学习论及其应用、教材设计与分析、英语课程与教材研究、英语教学评价与语言测试、英语教学研究方法、高级口语  Ｃ．专业选修课  语言学通论、课程论、中外教育史、教育评估与质量、社会语言学、中学英语教学现状研究、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教学、 外语教学心理学、基础教育英语教学改革与实验、英语教学网络资源与课件制作、行动研究与教师发展、第二外语、 翻译理论与实践、句法理论、中西文化、计算机辅助外语教学。


� Yngve的原文是这样的：Linguistics, in its efforts during the last two centuries to become a science, has only succeeded in erecting a facade of science. Different linguists have assumed different structures behind that facade, but as in a movie set there has been no physical reality there; the assumed structures have been myths, illusions, assumptions, pure creations of the imagination.  Without a physical reality to study, no science is possible.  The only way to have testable hypotheses is to form them in the physical domain.








